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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聯盟學習是組織獲得外部知識之重要途徑，然能否達成學習成效關鍵在於

聯盟學習機制的建立。本研究依據文獻確認出兩種學習機制，即正式化的聯盟

專屬功能及非正式化的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此外，聯盟夥伴間對稱關係與個

別組織的吸收能力皆有可能促進上述兩種聯盟學習機制的運作，進而影響組織

的創新能力，故本文亦同時納入組織特徵(吸收能力)與組織間特徵(組織間對稱

關係)兩個干擾變數，探討其在聯盟學習影響組織創新能力上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實證結果大致接受所推論的研究假設；最後，本文依據相關的研究發現提

出本研究之管理意涵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詞詞詞詞：：：：聯盟學習、創新能力、吸收能力 

 

 

 

Abstract 

Alliance learning is a critical way to obtain external knowledge. However, 

whether firms can benefit from alliance learning depend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lliance learning mechanism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lliance literature and 

identifies two kinds of learning mechanisms; that is, formal dedicated alliance 

function and informal knowledge-sharing routines. In addition, alliance 

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and organiz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could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of alliance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hence enhance their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as moderators when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s of alliance learning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l capabilities. This 

study’s hypothesis is by and large supported by the result. Finally, implications of 

the present stud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alliance learning, absorptive capacity, innovational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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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處於競爭劇烈的市場及快速變動的環境下，創新能力是維持企業競爭優勢

之驅動力。也就是說，企業持續發展新產品及管理流程，可求得企業成長與存

活 (Nieto & Santamaría, 2010)。然而，外部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如顧客偏好

的改變、競爭壓力及劇烈的技術變革，使得創新具有複雜化、高成本與高風險

等的特質 (Griffin, 1997; Cavusgil et al., 2003)，導致組織越來越不易透過內部

自行發展與創新。因此，許多企業都會利用組織間合作的方式(如策略聯盟)來

獲得知識、資源與技術，提高創新成功的機會 (Adams et al., 1998; Cavusgil et 

al., 2003)。換言之，企業可透過聯盟作為學習的平台，從中獲得相關知識與資

源以提升組織的創新能力並創造競爭優勢。 

儘管聯盟已廣受歡迎並成為許多廠商的競爭策略 (Chen & Chen, 2003)，

且企業透過聯盟的平台進行學習，可從夥伴身上吸取與內化重要資訊與技能 

(Kale et al., 2000)，但聯盟學習並不容易獲致成效。聯盟學習是指組織透由聯

盟活動所形成的知識，加以消化及吸收成內部知識之過程  (Autio et al., 

2000)。本文將聯盟學習定義為企業設立學習機制以提升組織於聯盟活動中學

習之成效，然而企業應建立哪些學習機制才能達成此目標，此即為本文所欲探

討的課題。由於聯盟學習的過程具複雜且充斥許多內隱知識、非慣例及不確定

性的知識，因此企業有必要建立聯盟學習機制 (Kale et al., 2002)，將過去所建

立與累積的聯盟相關活動經驗 (Anand & Khanna, 2000; Kale et al., 2000) 作為

學習基礎，進而發展重要的資源及能力，並應用於企業的創新能力。然而，過

去有關聯盟學習的研究，多半著重於學習過程對聯盟績效之影響 (Simonin, 

2004; Kale & Singh, 2007) 及經驗與聯盟學習之關係 (Emden et al., 2005)；鮮

少探討聯盟學習機制如何可增進組織的創新能力；此即本研究欲探討聯盟學習

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係的動機。 

此外，在聯盟合作過程中，組織間對稱權力關係會影響聯盟的運作 

(Palmer, 1996)。當企業間具有共同目標與利益，且彼此存在高度相互依賴 

(Mohr & Spekman, 1994; Kale et al., 2000)，即意謂著雙方可透由合作互惠的誘

因來維繫關係  (Palmer, 1996)，有助於建立夥伴間的關係品質  (Hingley, 

2005)。Bretherton & Carswell (2002) 指出，夥伴間的權力對稱會比不對稱關係

更加穩定。換言之，當夥伴雙方呈現對稱的關係時，雙方在聯盟學習過程中互

動的品質與行為皆較為穩定，且能夠致力於良性的互惠活動(如組織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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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進而提高組織的創新能力。反之，如果雙方處於不對稱的關係，意謂著

強勢一方持有產品或服務的優勢 (Yovovich, 1991)，會使用權力策略打擊弱勢

者以謀取私利，此時將影響聯盟的運作及聯盟學習的成效。本研究認為聯盟學

習過程中，可能受到組織間關係的對稱與否而影響組織在聯盟學習過程的氛

圍，進而反映於組織創新能力。因此，本文亦擬探討組織間的權力對稱關係對

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 

最後，組織的吸收能力在聯盟學習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攸關企業取

得與使用外部知識之能力 (Muscio, 2007)。吸收能力是指企業能學習如何辨識

外部有用的知識，並消化、移轉及應用新知識之能力 (Zahra & George, 2002)。

企業之吸收能力越高，越可提昇組織在聯盟活動上學習之成效 (Levinson & 

Asahi, 1995)，進而增進企業的創新能力。換言之，組織具有吸收能力，不僅

可協助企業更有效率地從聯盟中學習，且亦是組織能否從聯盟活動獲得更多資

源與知識及提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鍵。過去有關吸收能力之研究主要探討吸收

能力如何影響聯盟的演化 (Koza & Lewin, 1998)、聯盟夥伴間的學習 (Kim, 

1998; Kumar & Nti, 1998; Lane & Lubatkin, 1998)、及夥伴間知識移轉 (Shenkar 

& Li, 1999)。本研究認為，企業僅透過聯盟學習是不夠的，因為如何將聯盟學

習所獲得的知識加以消化、移轉及應用才是提高組織創新能力之關鍵，而吸收

能力即扮演此種機制，因此吸收能力可能對聯盟學習及組織創新能力具有促進

效果。 

綜合上述，本文之具體的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

能力之影響；(2)探討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

果；(3)探討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本研究所獲致

之貢獻如下：(1)雖然策略聯盟是許多企業常採用的經營實務 (Das & Teng, 

2000)，但是聯盟成功機率卻低於 50% (Kale & Singh, 2009)，其主因多半缺乏

有效的聯盟管理 (Dyer et al., 2001) 與組織間學習機制。為了克服此問題的窘

境，本文提出兩個聯盟學習的機制，以解決聯盟學習不彰的效果，如此將有助

於提升組織的創新能力。此外，其可提供企業了解透過聯盟合作且欲從中獲益

應該設立學習機制才能有效提昇企業更新之挑戰；(2)本文同時探討組織特性

(吸收能力)及組織間關係(對稱關係)是否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具有干擾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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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一、組織創新能力 

Tushman & Nadler (1978) 認為創新是指組織創造出新產品、服務或程

序；多數成功的組織創新皆奠立於產品與程序上的改變，或是透過創造力與現

有技術、概念及方法相結合。Weerawardena et al. (2006) 指出，組織創新是新

觀念的應用，將創新概念與想法應用在產品、過程、管理或行銷系統上。創新

能力則指企業透由提供新產品與服務、建立新技術與能力、改變新的營運，藉

以創造出新價值主張的能力 (Liao et al., 2009)。此外，創新能力也是一種賦予

資源新的內涵與改變資源的產出，以發揮效益並創造財富之行為 (Drucker, 

1986)。由此可知，創新能力具複雜且需跨功能性學習與協調，使得其他競爭

者不易模仿，因而能為企業帶來潛在的競爭優勢 (Hooley et al., 2005)。 

Tuominen & Hyvönen (2004) 認為創新能力包含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技

術創新指組織在產品、服務與程序上的改良，而管理創新則是組織在其結構與

管理策略上的創新。Mavondo et al. (2005) 則認為，組織創新能力應涵蓋產品

創新能力、過程創新能力及管理創新能力；產品創新能力是組織提供差異化的

新產品與服務於市場上並獲得顧客滿意之能力；過程創新能力是指組織提供比

現有營運更佳的製造與服務程序，以獲得較佳的績效；而管理創新能力則指組

織執行新管理規則、系統與方法以增進績效，及改變組織管理功能與機制以增

進管理效率之能力。 

綜言之，企業面對激烈的競爭市場及環境的不確定性，必須持續地引進新

產品及服務來滿足顧客的期望與需求，此為企業的生存之道 (Yalcinkaya et al., 

2006)。此外，組織的管理創新也是不容忽略，因為組織結構與管理策略面的

創新牽動整個組織在管理規範、系統及方法等層面的改變，可增進管理的效

率，進而可維持本身之持久性競爭優勢。根據前述文獻，本研究將組織創新能

力定義為組織產生與以往不同的觀念和想法，並成功地改造或應用於管理、產

品與作業流程之能力；本文亦以較普遍採用產品創新能力和管理創新能力，作

為組織創新能力之操作化與衡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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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學習 

對企業而言，組織間學習是重要的競爭要素；由於許多創新來自於顧客建

議/想法、供應商或網絡，因此與其他組織的合作學習將可提升企業的創新能

力 (Dyer & Singh, 1998)。聯盟學習是組織間學習的一種形式，特別強調兩個

或以上組織從事知識分享 (Vanessa & Yuliani, 2006)；Kale et al. (2002) 指出，

聯盟學習是取得夥伴所擁有的關鍵資訊、know-how 與能力，並予以內化的重

要活動。Zollo et al. (2002) 則更進一步指出，聯盟學習是與夥伴互動、溝通、

解釋與理解，並獲得、產生且應用具價值的知識之過程；此過程可誘發出新知

識，包括顧客與市場、技術 know-how、聯盟管理技能方面的知識。多數研究

顯示，利用聯盟的模式來發展學習機會，已成為多數企業創造競爭力及成長策

略之核心 (Kale et al., 2000; Kale & Singh, 2009)。由於透過聯盟學習能夠使企

業快速且有效地取得互補性資源或能力 (Dyer et al., 2001)，也能提供學習其他

企業知識與技能的管道，並可為企業創造一個有效的學習途徑  (Inkpen, 

2005)，因此組織間的聯盟學習將有助於企業增加競爭地位、進入新的市場以

及獲得新資源與能力 (Kale & Singh, 2009)。 

雖然聯盟能為組織創造有價值的學習機會，但學習之效果並不易顯現出

來；其可能原因包括無法確切瞭解夥伴知識、對於知識接收或移轉產生障礙、

移轉知識機制無法有效地運作、以及投入的學習資源未能與學習任務相匹配 

(Inkpen, 2005)。為克服上述問題讓聯盟學習能獲致成效，組織可從事正式化的

結構與非正化的活動來協調整合聯盟相關知識與活動。換句話說，組織可透由

聯盟學習的機制來獲得及移轉最佳實務至組織內，並為企業帶來創新能力之提

升。Dyer et al. (2001) 及 Kale & Singh (2009) 指出，企業可設立管理夥伴間活

動與促進資訊及資源分享的正式化角色或職權結構(如設立專屬聯盟功能或團

隊)，以負責管理與協調且散播聯盟相關活動(或知識)，包括儲存聯盟管理經驗

與最佳實務、獲悉外部關係人(如政府、顧客、投資人)的想法與支持。另外，

Kale & Singh (2009) 也認為，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是另一種可供企業成功共享

資訊之協調整合與溝通的機制，有助於了解夥伴的活動、降低雙方衝突及增加

決策的速度。據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兩種聯盟學習的機制，一種是組織建立正

式化的學習機制以達成學習目的，亦即企業內部建置聯盟管理單位來協調與管

理聯盟相關活動，稱之為專屬聯盟功能(dedicated alliance function) (Dyer et al., 

2001)。另一種則是夥伴組織間分享知識的非正式化互動模式，亦即雙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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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交換知識，促進專屬知識的移轉、重新建構與創造，如此將有利於提升

企業科技發展與創新之能力，稱之為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knowledge-sharing 

routines) (Dyer & Singh, 1998)。 

專屬聯盟功能強調結構性的學習機制，係由組織內部流程所發展，能蓄積

與應用過去相關聯盟活動之經驗，並移轉聯盟知識於組織內部。研究指出，組

織建立正式化專屬聯盟功能，其作用即在於增加組織過去所累積的聯盟經驗移

轉成 Know-how、確保資源流(resource flows)及增進協調聯盟相關活動之過

程，而這些皆有助於促進企業的聯盟能力 (Sarkar et al., 2009) 與聯盟學習功能

的發揮 (Kale et al., 2002; Schreiner et al., 2009)。此外，Kale et al. (2002) 也指

出，設立專屬聯盟功能的企業尚可獲得其他利益，包括(1)協助企業偵查及辨

識適當的聯盟機會；(2)提供企業作為累積聯盟管理的學習基礎；以及(3)協助

企業將移轉自聯盟的知識加以內化；這些利益皆有益於提升組織的學習與創新

能力 (Dyer et al., 2001; Kale & Singh, 2009)。綜言之，專屬聯盟功能不僅可為

企業整合與協調所有聯盟相關的活動任務，也可協助企業改善其聯盟管理的技

能 (Kale & Singh, 2007)，將有助於聯盟的順利運作。 

 另外，企業亦可建立夥伴間分享知識慣例之互動模式作為學習機制，以

達成知識交換之目標。知識分享慣例是指組織間進行知識移轉、重組或創造之

互動模式(patterns) (Dyer & Singh, 1998)。本質上，知識分享慣例強調組織關係

/互惠行為的機制，係由夥伴組織間的溝通、交流、互動的模式發展，不僅可

促使組織超越個別學習的藩籬 (Huber, 1991)，亦可促使組織間依賴，使得資

訊及情報能有效地傳遞與分享 (Scheer et al., 2010)。過去研究指出，夥伴間建

立合作、信任與良好溝通及互動，將有助於提升聯盟關係品質，促進夥伴間知

識移轉之效率 (Dyer, 1996; Grant, 1996; Joe et al., 1997)。另外，Stanko et al. 

(2007) 也認為雙方夥伴在進行知識交換，除了可傳遞內隱、複雜的知識外，

同時也共同解決問題、提升高效率與改善新產品之發展。由此可知，知識分享

慣例必須透由夥伴間互動才能有效地傳遞與分享資訊並予以內化，且組織透過

互動模式取得資訊情報有助於企業精確掌握聯盟活動任務，如此將有助於在聯

盟的順利運作。 

 綜合上述，聯盟學習雖可使組織快速獲取學習與面對更新的機會，但學

習的成效並不易展現，此時企業若能夠設立專屬聯盟功能的部門(或團隊)協調

整合聯盟活動，以及與聯盟夥伴建立知識分享網絡或慣例藉以交換/取得資

源，皆有利於組織於聯盟過程之運作。據此，本研究將聯盟學習定義為企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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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習機制以提升組織於聯盟活動中學習之成效；包括正式化的專屬聯盟功能

與非正式化的知識分享慣例等兩種學習機制。專屬聯盟功能傾向於正式化結構

性的學習機制，係由組織內部流程所發展而成，是指組織建立專屬團隊來協調

與整合有關聯盟相關活動；知識分享慣例則強調關係/互換行為的機制，是指

與聯盟夥伴發展一套知識分享與傳遞的活動。最後，本文以聯盟學習機制來探

討聯盟學習的相關議題。 

 

 

三、組織間對稱關係 

根據關係行銷的觀點，組織間關係的建立即存在相互依賴、合作互惠與信

任之特性 (Hingley, 2005)。例如，Hollensen (2003) 認為關係源自夥伴間交換

與分享一些可達成的目標 (Hingley, 2005)，且伴隨彼此間的互動與學習過程將

會自然發展出信任的行為 (Kale et al., 2000)。社會交換理論觀點提及信任會在

關係交換中形成，且當行動者從特定成員中獲得利益時，該行動者也會尋求時

機點予以回報給其他成員 (Das & Teng, 2002)。此外，多數企業皆期望可追求

對稱或均等的權力關係，因為它意謂著雙方較易於透過合作誘因來維持關係，

以形成彼此未來的保障 (Palmer, 1996)。Weitz & Jap (2000) 也認為，關係中夥

伴雙方若為對稱關係，較能致力於建設性的衝突管理。組織間合作過程中難免

會有意見分歧而產生衝突，但雙方間若維繫著對稱的關係，則能透過有效地溝

通目標及價值以減少衝突，進而可增進彼此間的合作默契。 

依據資源依賴理論，夥伴之間的權力大小可能與雙方相互依賴程度有關；

亦即，因為一方的依賴使得另一方擁有權力 (Emerson, 1962)，而權力或依賴

之程度將可決定企業獲得利益的分配。夥伴間若能共同投入資源及能力，致力

於對等地發展聯盟活動，包括彼此間有高度互動接觸及資源上的互賴，且專注

雙邊關係需求的發展，則有助於夥伴維繫良好的關係品質。依據上述，本研究

將組織間對稱關係定義為夥伴雙方因共同投入資源與能力，使得夥伴雙方對聯

盟活動支配與控制權力產生平衡的現象。 

 

 

四、吸收能力 

處於動盪的環境下，知識已成為企業競爭優勢之重要來源，而企業取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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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部知識之吸收能力更是成功的關鍵 (Bierly III et al., 2009)。吸收能力係

指組織辨識外部新資訊與知識之價值，加以消化並運用於商業活動之能力 

(Cohen & Levinthal, 1990)。Mowery & Oxley (1995) 認為，吸收能力是企業可

處理與內化有關內隱的知識，且將外來技術移轉並加以修正與應用之能力。

Zahra & George (2002) 則提出四個互補性能力來詮釋吸收能力之概念，分別是

企業可取得、消化、移轉及應用知識之能力。簡言之，為了獲得外部的新知識，

企業必須知道新知識在哪裡、如何找到它、如何透過企業所擁有的組織結構來

消化、移轉及應用它之能力 (Muscio, 2007)。 

取得能力係指企業具備辨識及獲得有價值與重要的外部知識之能力；消化

能力係指企業分析、處理、解釋及瞭解有關從外部所獲得知識之慣例與過程 

(Szulanski, 1996; Kim, 1997; Zahra & George, 2002)；移轉能力係指企業發展及

更新慣例之能力，亦即企業辨識知識適宜之處，並將其知識與現存知識結合以

產生新的知識 (Zahra & George, 2002)。事實上，移轉能力不僅著重吸取外部

知識，也強調內部知識的整合與吸收，使組織能夠結合既有知識基礎與外部新

知識，以獲得更大的知識效益。最後，應用能力則指組織精煉(refine)、延伸及

槓桿現存能力或將所獲得與移轉之知識合而成為一項新的能力 (Zahra & 

George, 2002)。 

吸收能力的發展必須經過長期累積相關知識基礎 (Cohen & Levinthal, 

1990; Lane & Lubatkin, 1998)，組織才能準確地評斷外部的新資訊，而不會喪

失吸收新知識的機會 (Todorova & Durisin, 2007)。組織吸收外部新知識不僅會

依據先前所累積的知識，而且亦會將其作為學習或解決問題的參考基礎，以及

可產生新知識 (Bierly III et al., 2009)。具體來說，吸收能力具有強化、補充或

重新調整企業知識的能力 (Lane & Koka, 2006)，而此能力可提升企業的策略

彈性，以便適應快速變動的環境 (Zahra & George, 2002)。綜合以上學者觀點，

本研究參考 Cohen & Levinthal (1990) 及 Zahra & George (2002) 之概念將吸收

能力定義為，組織能夠有效辨識、獲得、消化外部聯盟夥伴的新知識，並轉化

與應用這些知識於商業活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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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文欲探討聯盟學習、吸收能力及組織間對稱關係對組織創新能力之影

響。根據組織間學習的文獻，其強調組織如何與企業夥伴進行學習。在本質上，

組織間合作(如聯盟)可獲得外部資源與知識及組織互補的資源，並為企業創造

價值 (Morgan, 2000)。然而，有時組織間的聯盟學習不易成功，因為其涉及一

個複雜且充斥許多內隱知識、非慣例及不確定性之知識交流的過程。此時對夥

伴企業而言，有必要建立一些完善的聯盟學習機制(正式化的專屬聯盟功能與

非正式化的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 (Anand & Khanna, 2000; Kandemir et al., 

2006)，方有助於企業獲致聯盟學習之目的，進而增進組織的創新能力。 

雖然企業透過聯盟學習的機制可增進組織創新的能力，但組織特性(如吸

收能力)及組織間關係(如組織間對稱關係)所產生的特殊優劣勢皆可能干擾聯

盟學習的效果。也因此，本研究同時納入組織間對稱關係與組織吸收能力兩個

干擾變數，其理由說明如下： 

組織吸收能力的展現乃是組織學習過程中的一部份；倘若企業能更具效率

地辨識、消化、移轉並應用外部所獲得的知識 (Lane & Koka, 2006)，則可促

進組織間的學習活動，從而進一步提升組織創新能力。另外，組織間若存在對

稱的關係，則意謂著企業夥伴將會彼此相互投資、共同學習及發展資源與能力 

(Johnsen & Ford, 2002)，因而可刺激成員彼此間資訊與知識的分享與交流以及

激發知識創新的作為，如此不僅可維繫聯盟的關係，同時亦可增進組織創新能

力。 

基於上述，本文建立如圖 1 所示之研究架構。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吸收能力    

聯盟學習聯盟學習聯盟學習聯盟學習    

專屬聯盟功能 

知識分享慣例 
組織創新能力組織創新能力組織創新能力組織創新能力    

組織間對稱關係組織間對稱關係組織間對稱關係組織間對稱關係    

H1 (+) 

H3 (+) 

H2 (+)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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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一) 聯盟學習對組織創新能力之影響 

聯盟學習是組織間學習的一種學習類型，且對夥伴企業而言是重要的競爭

要素之ㄧ；多數研究皆主張，聯盟是新點子與資訊的泉源，企業與其他組織合

作學習，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 (Powell et al., 1996; Dyer & Singh, 

1998)。誠如 Nicholls-Nixon & Woo (2003) 研究也指出，企業與外部組織從事

協作活動助於組織辨識與回應知識環境的改變，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與績效 

(Hoang & Rothaermel, 2010)。然而，聯盟學習之所以不易成功，其源自於聯盟

學習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過程可能存在一些障礙，如對知識接受或移轉產

生障礙、移轉知識機制無法有效應用 (Inkpen, 2005)。因此，組織能否透過聯

盟而與其他夥伴進行良好互動，闕為組織有效地從聯盟中獲得學習成效之關

鍵。 

專屬聯盟功能是指組織建立專屬團隊來協調與整合有關連盟的相關活

動；其強調結構性的學習機制，這些聯盟活動係鑲嵌於組織內部的流程。組織

設立聯盟專屬功能藉以協調所有相關聯盟活動 (如先前聯盟管理經驗及

know-how)，並將其分享且槓桿運用於整個組織內部 (Dyer et al., 2001; Nieto & 

Santamaría, 2010)。例如，企業設置立專責管理部門或團隊集中管理聯盟間的

R&D、 know-how，可促進 R&D 的生產力 (Henderson & Cockburn, 1994)。Clark 

& Fujimoto (1990) 亦指出，集中協調整合不同群體與活動對新產品設計與發

展具有正面的效益，因為此種機制能降低新產品發展的時間與成本。另外，研

究發現某些企業(如 Toyota、Eli Lilly)與其競爭者相較下具有快速學習的能力，

這是因為 Toyota 建立聯盟管理顧問部門，專門負責累積、儲存、整合與散播

產品知識 (Dyer & Nobeoka, 2000)；而 Eli Lilly 藥廠亦建立聯盟管理部門來落

實聯盟管理 (Gueth et al., 2001)。由此可知，組織建立協調知識的機制，如聯

盟專屬管理部門或團隊，除了可協調聯盟相關活動以提高聯盟成功率 (Kale & 

Singh, 2009)，也可縮短學習時間與成本，及協助企業取得情報與資訊、整理

編篡知識、並且散播於各部門。此時不僅可促進組織提升產品創新能力，包括

應用新技能於現存產品或產品線延伸，創造出迎合顧客價值的產品及服務，而

且亦能增進組織引進新構想於組織內部的工作程序及內容，有助於提升工作效

率。因此，企業能發展正式化專屬聯盟功能之學習機制，將有助於知識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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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進而提升組織的產品與管理創新之能力。本研究推論如下： 

H1a：聯盟學習機制(專屬聯盟功能)對組織創新能力具正向影響 

除了組織內部建立聯盟專屬功能，Dyer & Singh (1998) 認為組織間知識

分享慣例亦能增進彼此的學習能力，其理由有二：(1)雙方間進行知識分享可

協調規劃未來的發展及營運的效率 (Anderson & Narus, 1990)；(2)持續交換資

訊也有助於企業應付及改善內部管理流程問題及外部市場的趨勢 (Heide & 

John, 1992)。由於知識分享慣例強調關係/互惠行為的機制，係由夥伴組織共同

建立活動藉以提升組織間知識分享與傳遞之效率，因此組織間若能有目的性地

發展知識分享慣例不僅可傳遞內隱、複雜資訊給彼此，且亦可協助知識的移轉

以改善組織創新 (Stanko et al., 2007)。例如，Toyota 公司派遣顧問團前往供應

商的所在地進行學習，以協助知識的移轉 (Dyer & Nobeoka, 2000)，提升企業

的營運效率及創新能力。另外，伴隨科技複雜與資本密集的提高，產品創新需

要更多樣化的專業知識 (Scott, 2002)，而知識分享不僅增進管理的創新能力 

(Jantunen, 2005; Lin, 2007)，也能促進企業新產品的發展 (Hong et al., 2004)。

由此可知，倘若企業間能進行非正式化的知識分享慣例，則有效推動知識的取

得與應用，進而提升組織的產品與管理創新能力。本研究推論如下： 

H1b：聯盟學習機制(知識分享慣例)對組織創新能力具正向影響 

(二) 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 

雖然企業透過聯盟學習機制可克服聯盟學習過程中所產生之學習或知識

傳遞的障礙，但組織間是否呈現對稱關係可能會干擾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

能力的影響。根據聯盟夥伴雙方不對稱關係文獻指出，組織間可能會存在不對

稱的關係 (Gummesson, 1996)，導致強勢企業迫使弱勢企業接受苛刻的交換活

動，促使弱勢企業遭受負面的結果 (Hingley, 2005)；亦即，握有控制主導權的

一方得以增加或抑制關鍵資源的流動 (Bacharach & Lawler, 1980)、能在既有的

遊戲規則下採取各種策略以規範交換過程 (Salancik, 1977)、干預或有能力影

響產出之行動 (Heide, 1994)。上述這些不對稱關係的現象，尤其在企業採取

強制性影響策略時更常見 (Hingley, 2005)，這對聯盟過程的運作及學習效果皆

會帶來負面的結果。然而，若組織間呈現對稱關係，夥伴雙方擁有共同目標與

利益，且相互投資於未來的關係上，此時彼此間將會有互惠的行為與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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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行動。一旦夥伴間建立起分享的互惠行為，則可增進相互了解，且能有

效與快速地移轉、利用及整合雙方的資源 (Fang & Zou, 2009)，如此可提高關

係品質。換言之，組織間關係的對稱與否，攸關到組織間關係能否持續維持的

關鍵及影響聯盟學習之成效。 

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主張，面對資源匱乏的組織應

對外尋求更具競爭力的資源或創新之方法 (Sherer & Lee, 2002)，這不僅可協

助組織獲取外部新興的知識、資源及技術，藉此提升創新能量 (Cavusgil et al., 

2003)，同時亦可減緩外部市場環境的威脅，因此對企業而言組織間相互依賴

是重要的 (Pfeffer & Salancik, 1987)。尤其組織為了避免交換(合作)的不確定

性，組織間通常會透過增進彼此間對稱的關係，以達成行為上的相互依賴 

(Pfeffer & Salancik, 1987)。另外，從關係行銷的觀點來看，其亦特別強調組織

間對稱及互惠之重要性，因對稱關係有助雙方建立長期信任關係 (Rokkan & 

Haugland, 2002; Hingley, 2005)。 

另外，組織規模也會影響聯盟夥伴間權力支配、議價能力 (Khanna et al., 

1998) 與學習能力 (Glaister & Buckley, 1996)，因此組織規模大小對於本身在

聯盟中所扮演之角色地位至關重要。當組織規模對稱的情況下，如果夥伴雙方

皆能相互投資所需要的設備、人員，且彼此共同設立目標與利益分配，並形成

高度相互依賴的關係 (Mohr & Spekman, 1994; Kale et al., 2000)，則不僅可降低

彼此間行為不確定性 (Gibbons, 1992)，同時亦可提高組織間的配適度及策略

的對稱性，進而促進夥伴間建立相互信任與承諾 (Luo, 2002; Fang & Zou, 

2009)。Bretherton & Carswell (2002) 指出，對稱關係能使組織間處於穩定氣氛

且較少有衝突發生 (Hingley, 2005)；即使有衝突產生，組織間也能有效溝通與

排解，使得關係能夠更為融洽。此時若企業為達成聯盟目標而設置專屬聯盟功

能來協調聯盟相關活動，則不但可讓聯盟順利運作，也能助益組織創新能力。 

除了建立專屬聯盟功能外，企業也會透由知識分享過程與夥伴進行知識交

換 (Grant, 1996; Lin, 2007)，尤其是個人經驗、專業技能、Know-how 等知識；

此方面的知識更需要藉由夥伴雙方自願分享，才能獲致做中學(doing by 

learning)的成效。當組織間處於對稱關係，夥伴雙方擁有共同目標與利益，且

相互投資於未來的關係上時，將使得組織間皆能互惠與願意分享知識 

(Johnsen & Ford, 2002)；一旦建立起分享的互動機制，則可增進相互了解，並

能有效與快速地移轉、利用及整合組織間的資源 (Fang & Zou, 2009)，如此不

僅可提高關係品質，也有助於提高組織創新能力。反之，當組織間存在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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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Gummesson, 1999)，強勢的企業會因擁有較多替代夥伴可供選擇 

(Johnsen & Ford, 2002)，具有較多元的知識分享來源，因此較不重視與現有夥

伴之間的學習互動，故而無法從現行的聯盟活動來提升學習成效。綜合上述，

本研究認為組織間若存在對稱關係，則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力的影響將

有促進效果，因此本文推論如下： 

H2a：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機制 (專屬聯盟功能) 與組織創新能力

具干擾效果；亦即組織間關係越對稱，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

力會有較高的正向影響。 

H2b：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機制 (知識分享慣例) 與組織創新能力

具干擾效果；亦即   組織間關係越對稱，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

新能力會有較高的正向影響。 

 

(三) 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 

多數研究皆指出，組織間的學習可帶來競爭優勢，因為聯盟夥伴擁有許多

重要的新知識或資訊。聯盟夥伴若能發展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 (Dyer & Singh, 

1998)，則能獲得這些可提升科技與創新能力的新知識 (Liebowitz, 2002; Lin, 

2006; Lin, 2007)。然而，組織間的知識移轉以及與企業現存知識的整合並不容

易 (Kogut & Zander, 1992; Bierly III et al., 2009)。企業欲成功移轉與應用組織

間的知識，必須具備學習先前相關知識或吸收外部知識的能力，才能有效提高

企業創新能力 (Bierly III et al., 2009)。也就是說，具有高度吸收能力的企業，

能夠有效地從組織間知識分享過程中吸取重要的新知識及經驗，並將知識散播

及應用於組織內部，以及與內部知識作整合與應用，有助於提昇企業的創新能

力。反之，企業若缺乏吸收外部知識之能力可能會限制組織辨識、消化及應用

外部知識的能力 (Cohen & Levinthal, 1990; Marsh & Stock, 2006)，降低知識的

潛在競爭價值，進而阻礙企業的創新能力之提升。  

另外，企業設立集中管理聯盟活動的專屬功能，除了協尋企業取得外部的

情報與資訊外，亦可協助組織從經驗中學習與瞭解環境變動  (Ellis & 

Shpielberg, 2003)，以便能有效促進企業內部的創新活動。然而，企業若欲透

過企業所設立的專屬聯盟結構以消化、移轉與應用重要的知識及技能，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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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必須擁有吸收能力 (Muscio, 2007)。吸收能力對企業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能

力 (Bierly III et al., 2009)，因為它是組織學習的基礎 (Levinson & Asahi, 

1995)，是指企業能夠辨識、消化、移轉且應用外部知識來改善組織的活動與

創新 (Grant, 1996; DiBella & Nevis, 1998)。因此，具有高吸收能力的企業意謂

著企業較有可能從夥伴身上獲得學習、整合外部知識、及移轉知識至企業內部 

(Wang & Ahmed, 2007)。此情況下，這些因素可促使企業有效地從過去所蓄積

在專屬聯盟功能(團隊)中取得情報、資訊及相關聯盟模動，以便可移轉知識至

組織內部，並增進組織創新能力 (Mei & Nie, 2007)。Szulanski (1996) 指出，

缺乏吸收能力是影響企業知識移轉的主因；亦即，若缺乏從供應商與顧客身上

吸收知識，則企業將無法在組織間獲得學習或移轉知識 (Mei & Nie, 2007)。在

此情況下，即使設置有專屬的聯盟功能，企業可從夥伴中獲得利益亦有限，也

無法促進創新活動。根據上述，本研究推論如下： 

H3a：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機制(專屬聯盟功能)與組織創新能力具有正向

干擾效果；亦即吸收能力增強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力之間的

正向影響。 

H3b：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機制(知識分享慣例)與組織創新能力具有正向

干擾效果；亦即吸收能力增強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力之間的

正向影響。 

 

 

 

肆肆肆肆、、、、研究方法與實證結果研究方法與實證結果研究方法與實證結果研究方法與實證結果  

一、問卷設計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問卷題項主要依據各變數的操作性定義發展而成。為要求問卷的嚴

謹性，特請相關學者及實務界專家提供參考意見，針對問卷的初稿進行審閱與

修訂，將語意不清楚處予以修改，以提高問卷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製造業為研究對象，依據天下雜誌 2008 年所出版「天

下 1000 大企業」，隨機抽取 800 家企業發放問卷。由於這些高階管理者除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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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公司大部分的營運業務 (Stump & Heide, 1996)，且亦較瞭解公司與外部合作

廠商運作的實際情況，因此本文主要是以公司內的高階主管，包括總裁、總經

理、行銷經理、及負責聯盟合作相關事宜的主管等，作為主要資訊提供者。本

研究旨在探討兩種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力之影響，因此為了避免評估的

偏誤而偏重調查成功的聯盟，並在問卷上要求受測者針對公司近期與其他組織

建立夥伴關係，且選擇最一個重要的合作廠商作為問卷所指夥伴公司(亦即鎖

定特定的聯盟夥伴)，以進行問卷填答對象。 

此外，為確保問卷填答品質，本研究於問卷上詢問填答者有關公司與外部

合作夥伴的互動過程(聯盟運作)了解程度、對公司的運作及成長情況了解程度

及在公司的年資等題項，若填答熟悉度不高者、年資不滿一年者，均視為無效

問卷予以剔除。本研究共回收 144 份問卷，剔除填答對聯盟營運、公司發展狀

況不熟悉、年資不滿一年者及填答不全與回答規律性者共 15 份，有效問卷 129

份，有效回收率 16%。 

在 129 份有效回收問卷中，電子電機產業的廠商最多，有 32 家(佔 25%)，

其次電腦相關產業有 20 家(16%)。企業成立年數方面，超過 16 年以上居多佔

53.5%，而介於 8~15 年佔 24.8%。受訪企業與過去聯盟夥伴平均合作年數介於

4~6 年居多佔(26%)，其次為 7~9 年佔 19.4%，而 10~12 年則佔 18.6%。 

在填答者任職部門方面，以任職經營管理處 34%最多，其次為總經理室

及行銷業務部門皆為 20.9%，財務會計部門則為 13.2%，其他則分布於研發設

計、生產製造與其他部門。顯示台灣製造業負責管理聯盟專屬功能的部門，主

要含括經管處、總經理室、行銷與財務會計部門的主管。在填答者的職稱方面，

經理級以上主管有 58 位(佔 45%)、副總級以上主管有 40 位(31%)，顯示填答

者大多是負責或熟悉公司聯盟運作的中高階主管。 

 

 

二、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共有四個構念，包括創新能力，聯盟學習、組織間對稱關係及吸收

能力。這些構面之操作性定義乃依據過去相關文獻整理，並考量研究目的加以

修正。此外，本文的研究變數皆以 Likert 七點尺度來評分，受測者由「非常不

同意」至「非常同意」填答，茲分述如下： 



中山管理評論 

 ～1121～  

(一) 組織創新能力 

組織創新能力係指組織產生與以往不同的觀念與想法，並成功地改造或應

用於管理、產品與作業流程之能力。本研究將組織創新能力操作化為產品創新

能力及管理創新能力。產品創新能力是指組織有較強的新產品或服務創新能

力，相較於競爭者能夠更快速的將其推出市場；管理創新能力則指組織採用創

新管理方法，包括新資訊系統與改變工作內容等來因應環境變動。本文的組織

創新能力採用 Calantone et al. (2002)、Oke (2007) 及 Tuominen & Hyvönen 

(2004) 的量表並加以修改。 

(二) 學習聯盟 

本研究將聯盟學習定義為，企業設立聯盟學習機制以獲致組織學習之成

效。本文依據相關文獻主要探討兩種聯盟學習之機制，包括組織正式化的專屬

聯盟功能及非正式化的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專屬聯盟功能是指組織建立一個

獨立團隊或機制，負責協調與管理聯盟相關活動之程度；知識分享慣例則指夥

伴雙方經常性進行知識或資訊的分享與溝通之活動。本文的學習聯盟採用

Kale & Singh (2007)、Sarkar et al. (2001) 及 Selnes & Sallis (2003) 的文獻而加

以修訂。其中，在專屬聯盟功能的衡量上，本研究除了於問卷上詢問受測公司，

“貴公司是否已建立聯盟功能(亦即，是否已在企業中建置管理或協調整合所有

有關聯盟活動的團隊或職務)”，並進一步填答有關專屬聯盟功能(或團隊或職

務)之題項。分數越高意謂著具有高度的協調與管理聯盟相關活動；反之，分

數越低則意謂著具有低度的協調與管理聯盟相關活動。 

(三) 組織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定義為，組織能夠有效辨識、獲得、消化聯盟夥伴的新知識，並

轉化與應用這些知識於商業活動的能力。本研究的組織吸收能力採用 Zahra & 

George (2002) 及 Lane & Lubatkin (1998) 的文獻而加以修訂。 

(四) 組織間對稱關係 

本研究採用 Johnsen & Ford (2001, 2002) 的觀點，將組織間對稱關係定義

為夥伴雙方因共同投資資源與能力，使得夥伴雙方對聯盟活動支配與控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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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平衡的現象，並據以發展問項。 

(五) 控制變項 

本研究將產業競爭強度、關係年齡、聯盟經驗、公司規模及公司年齡納入

控制變項，藉以避免模型誤判(model misspecification)的問題。過去研究指出企

業處於高度競爭的產業，其市場的機會越高 (Dean et al., 1993)，意謂著企業有

較高的誘因投入組織創新 (Weerawardena et al., 2006)。產業競爭強度參考

Jaworski & Kohli (1993) 的衡量方式。再者，Song et al. (2008) 研究指出，聯

盟夥伴建立關係越長久，聯盟夥伴學習越多，可增進組織知識，且雙方亦能發

展良好的溝通與聯合活動之慣例，如此有助於提升組織創新能力 (Stanko et al., 

2007)。誠如 Rothaermel & Deeds (2006) 也認為，企業聯盟合作越久，越能夠

激發新產品發展。因此，本研究採用開放性的問項詢問受測公司 “過去，貴公

司參與其他聯盟的合作平均年數?”作為衡量聯盟合作年數(關係年齡)。 

最後，在組織特性的部分，企業與其他組織從事合作關係以獲得互補性資

產及相關新技術，其所吸收的情報與知識來源越廣泛/多元，如此將有助於提

升組織的創新能力 (Kale et al., 2000)。因此本文參考 Heimeriks & Duysters 

(2007) 的操作，以公司在近五年內成立聯盟數量作為聯盟經驗之代理變數。

過去文獻皆認同以 5 年作為一個觀測期間是合理且正確的，並認為在平均五年

期間聯盟仍然可以促進企業經驗的累積 (Kale et al., 2002; Zollo et al., 2002; 

Heimeriks & Duysters, 2007)。另外，過去研究指出大型企業較能夠發展新的能

力 (Chandy & Tellis, 1998)；Kamien & Schwarz (1975) 也指出，企業規模影響

新產品發展的績效 (Marsh & Stock, 2006)。Sorensen & Stuart (2000) 認為，組

織規模影響會企業創新 (Rothaermel & Boeker, 2008)。因此，本文將公司規模

以全職的員工數取自然對數作為代理變數；而公司年齡則是以公司創立至今的

年數作為代理變數。 

 

 

三、無反應偏差檢定與同源偏差檢定 

本研究採郵寄問卷，為了使研究結果可推論至研究母體，且避免研究結果

可能受無反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之影響，因此在問卷分析之前，先進行無

反應偏差檢定。根據 Armstrong & Overton (1977) 對於無反應偏差檢定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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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研究將回收問卷區分成第一次回收(早回收)(72 份)與第二次回收(晚回

收)(57 份)兩群，並以卡方檢定及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群樣本的基本資料

及研究構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在顯著水準 0.05 下，早、晚期回收

的廠商之基本特性及研究構面等變項皆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問卷調查應

不存在明顯的無反應偏差(參見表 1)。 

 

表 1 無反應偏差檢定 

研究構念研究構念研究構念研究構念 早回收平均數早回收平均數早回收平均數早回收平均數 晚回收平均數晚回收平均數晚回收平均數晚回收平均數 T 值值值值 P 值值值值 

專屬聯盟功能 5.35 5.09 1.546 0.124 

知識分享 5.55 5.51 0.221 0.825 

組織創新能力 4.88 4.98 -0.530 0.597 

組織吸收能力 5.38 5.38 0.002 0.998 

組織間對稱關係 4.65 4.51 0.747 0.456 

廠商基本資料廠商基本資料廠商基本資料廠商基本資料   χ2 P 值值值值 

產業別 13.982 0.527 

企業年齡 

  

1.931 0.749 

聯盟經驗   2.621 0.758 

註: P***<0.001；P**<0.01；P*<0.05；P+<0.1 

 

 

基於單一受測者的認知資訊，可能導致問卷調查結果各變項全部趨於一致

性的答案，進而產生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現象。為了避免同源偏

差的問題產生，在發放問卷之前，本研究利用一些問卷設計程序的方法(如將

問卷題項編排不致造成填答者對各構面產生相關的聯想、題項的描述中不做任

何偏好與暗示提供作答指示、隱匿構面名稱)進行事前的防範，以便可降低共

同來源變異之問題 (Spector & Brannick, 1995; Morgan & Berthon, 2008)。另

外，根據 Podsakoff & Organ (1986) 的建議，本研究採用 Harman 單一因素檢

定(Harman’s one-factor test)，判斷問卷資料是否存在同源偏差。本文將所有研

究構面的問卷題項以轉軸方式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出 5 個因子，第一因

子的解釋總變異只有 23.55%，而五個因子的總解釋變異量為 74.66%，且各個

因子皆無佔過大比例的解釋變異量，故本研究應無明顯的同源偏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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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度與效度 

為評估衡量工具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作為信度的

判斷指標。結果發現(參見附錄)，所有變項的 α 係數介於 0.75~0.92，符合

Nunnally (1978) 所提出可接受信度的建議值 0.7，因此本研究的衡量工具應有

相當高的信度。 

在效度檢定方面，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衡量問卷的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及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根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 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本研究所有觀察指標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56~0.94)，皆符合大於 0.5 的建議值，並達顯著水準(參見附錄)。各觀察指

標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介於(0.51~0.76)，皆符合大於 0.5的建議值 (Bagozzi 

& Yi, 1988)。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CR)值介於(0.74~0.94)，皆大於 0.7 的建議

值。最後，整體模式配適的指標多為可接受的範圍，χ2=304.29；df=193；χ2/ df 

=1.58；GFI= 0.89；NFI=0.94；CFI=0.97；IFI=0.98; RMSEA=0.067，表示本研

究各構面的衡量題項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在區別效度衡量方面，本文根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 所建議的評估方

法，要求每一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之開平方值須大於各成對變

項間相關係數絕對值。由表 2 可得知，各構面之間具有正向相關且係數皆未超

過 0.8 (Maruyama, 1998)。此外，表 2 結果亦顯示所有潛在變項 AVE 之開平方

值介於(0.71~0.87)，均大於相關係數(0.19~0.71)。換言之，本研究各構面間具

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 2 構面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分析表 

 Mean Std 1 2 3 4 5 6 7 8 9 10 

1.產業競爭強度 5.17 0.92           

2.聯盟經驗(LOG) 1.36 0.81 0.049          

3.關係年齡(LOG) 1.69 0.83 0.032 0.51
**

         

4.企業規模(LOG) 4.89 1.80 0.001 0.41
**

 0.34
**

        

5.企業年齡(LOG) 2.92 0.62 0.03 0.22
**

 0.38
**

 0.57
**

       

6.專屬聯盟功能 5.24 0.97 0.19
*
 0.24

**
 0.11 0.26

**
 0.19

*
 0.76     

7.知識分享慣例 5.53 0.81 0.25
**

 0.21
**

 0.16 -0.004 0.02 0.48
**

 0.76    

8.組織吸收能力 5.38 0.94 0.26
**

 0.10 0.19
*
 0.09 0.18

*
 0.48

**
 0.52

**
 0.87   

9.組織間對稱關係 4.59 1.11 0.06 0.27 0.22
*
 0.23

**
 0.12 0.36

**
 0.19

**
 0.42

**
 0.71  

10.組織創新能力 4.93 1.02 0.27
**

 0.17
*
 0.16 0.11 0.12 0.49

**
 0.54

**
 0.71

**
 0.42

**
 0.81 

註:對角線的數值代表平均變異萃取(AVE)之平方根，而非對角線的數值代表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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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各項假設驗證 (Cohen & Cohen, 1983)。在

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之前，需檢驗解釋變項之間是否存在多元共線性的現象，本

文採用變異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作為評估準則。VIF 越小(ㄧ

般應小於 10)，表示共線性的問題越不明顯。分析結果顯示，各解釋變項的

VIF 值介於(1.758~1.989)，均未超過 10，代表迴歸模式之解釋變項間應無共線

性的問題。此外，本研究亦根據 Aiken & West (1991) 之建議，將自變項與干

擾變項(聯盟學習、組織間對稱關係及組織吸收能力)進行平均數離差處理

(mean-center process)，以降低共線性的問題。 

由表 3 的模式 1 至模式 6 之 F 值可知，總檢定效果皆達顯著水準(P

＜.001)，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且調整後的解釋變異量介於 12%至 57%

之間。以下依序描述實證結果。首先，控制變項之驗證結果顯示，產業競爭越

激烈，企業有越高的誘因投入更多資源於創新方面。在關係年齡對組織創新之

影響上，分析結果顯示企業與外部聯盟夥伴建立關係越長久，聯盟夥伴學習越

多，不僅可增進組織知識，且雙方也能發展良好的溝通與聯合活動之慣例，如

此有助於提升組織創新能力。驗證學習聯盟(專屬聯盟功能與知識分享慣例)對

組織創新能力之影響。從表 3 模式 2 之結果顯示，學習聯盟(專屬聯盟功能與

知識分享慣例)對組織創新能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分別為 β=0.381, 0.314, P＜

0.001)，此結果顯示兩種聯盟學習機制對組織創新能力的影響並無太大差異。

也就是說，組織間相互學習過程中，企業本身除了設置專責團隊或聯盟資訊系

統藉以統籌與管理聯盟學習活動外，企業也應重視組織間的互惠合作關係(例

如知識分享)。誠如 Roy et al. (2004) 所言，組織間良好互動是學習之根本，其

有益於組織間知識移轉與創造。由此可知，兩種聯盟學習機制皆有助於組織在

產品與管理上的創新與突破，故 H1a,b獲得支持。 

接著，驗證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與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從表 3

的模式 4 之實證結果顯示，組織間對稱關係與聯盟學習(專屬聯盟功能與知識

分享慣例)之交互乘項對組織創新能力達顯著正向影響(β=0.160, P<0.1；0.167, 

P＜0.05)，表示組織間對稱關係在聯盟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學習的效果；也

就是說，組織間越是存在對稱的關係，不管是企業內部設立專屬聯盟功能或組

織間進行知識分享的慣例，彼此間皆能良性激勵組織間的活動，可充分獲得聯

盟活動的優勢以增進企業的創新能力。反之，組織間若存在不對稱的關係，會



聯盟學習對組織創新能力之影響─以組織間對稱關係及吸收能力作為干擾變數 

 ～1126～ 

導致強勢與弱勢企業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弱勢企業在組織內建立專屬聯盟功

能較無法有效管理聯盟相關活動。另外，組織間所進行的知識分享過程中，權

力小的企業因基於能力或資源上的限制，雖有意投入聯盟活動，但容易受到權

力大的企業壓榨，其所能在聯盟中獲得的利益有限，因此對企業創新能力無法

有效提升，故 H2a,b獲得支持。 

最後，驗證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與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從表 3 的模式 6

之實證結果顯示，吸收能力與聯盟學習(專屬聯盟功能)之交互乘項對組織創新

能力雖具正向影響(β=0.072)，但未達顯著，H3a 不獲得支持。吸收能力與聯盟

學習 (知識分享 )之交互乘項對組織創新能力顯著且正向影響 (β=0.140, 

P<0.05)，表示組織本身的特性(即吸收能力)在聯盟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學習

的效果。也就是說，吸收能力越佳的企業在組織間進行知識分享過程中，能夠

精確辨識出有價值的知識、並消化與移轉至企業內部與組織內的資源加以協調

整合後，進而能夠應用知識於創新活動以增進企業的競爭優勢，故 H3b獲得支

持。 

 

 

表 3 研究假設驗證之層級迴歸分析 

依變項:組織創新能力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產業競爭強度 0.349 *** 0.230 ** 0.222 ** 0.244 ** 0.126 + 0.143 * 

聯盟經驗 -0.096  -0.161 + -0.152  -0.153  -0.034  -0.043  

關係年齡 

企業規模 

企業年齡 

0.190 

-0.049 

0.075 

+ 0.158 

-0.050 

-0.050 

+ 0.121 

-0.080 

0.069 

 0.108 

-0.023 

0.042 

 0.037 

0.003 

-0.017 

 0.036 

0.022 

-0.029 

 

專屬性聯盟功能(F) 

知識分享慣例(S) 

  0.381 

0.314 

*** 

*** 
0.320 

0.278 

*** 

** 
0.342 

0.308 

*** 

*** 
0.166 

0.078 

* 

 
0.168 

0.092 

* 

 

組織間對稱關係 (R)     0.183 ** 0.089      

組織吸收能力(AC)         0.581 *** 0.574 *** 

F×R 

S×R 

      0.160 

0.167 

+ 

** 
    

F×AC 

S×AC 

          0.072 

0.140 

 

* 

Adj R2 0.124  0.317  0.338  0.368  0.558  0.579  

Adj R△ 2 0.162  0.197  0.026  0.039  0.199  0.021  

F 4.222 ** 8.571 *** 8.287 *** 7.651 *** 16.715 
*** 14.321 *** 

Max VIF 1.758  1.863  1.899  1.989  1.877  1.916  

註: P***<0.001；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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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理論意涵 

聯盟之目的在於組織欲藉由從聯盟夥伴獲取外部知識以提升組織的學習

能力，此即為聯盟學習的概念。然而，組織參與聯盟學習很少能獲致其成效，

主要關鍵在於缺乏有效地聯盟學習機制 (Kale & Singh, 2007)。由於聯盟學習

涉及夥伴雙方的學習互動模式，因此聯盟學習機制應含括個別組織的功能結構

(即本文的聯盟專屬功能) (Kale & Singh, 2007)，以及組織間的學習互動行為(本

文採用組織間知識分享的慣例) (Dyer & Singh, 1998; Inkpen, 2005)。此外，聯

盟學習的目的雖與組織學習能力的提升有關，但創新對企業來說愈來愈重要，

且創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來自組織學習 (Morgan & Berthon, 2008)，因此探討聯

盟學習如何影響組織創新能力應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過去有關聯盟學習的文

獻卻忽略掉 (Kale et al., 2002)，故本文應可彌補此ㄧ研究缺口。 

此外，本研究另一個特色即是納入組織特性(內部因素)及組織間的關係(外

部因素)作為干擾因子；因為組織本身的特性(組織吸收能力)及組織間的關係

(組織間對稱關係)所產生的特殊優劣勢，在聯盟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學習的

效果。組織吸收能力攸關企業是否能有效地辨識、內化、移轉及應用外部有價

值的知識；如同 Sinkula et al. (1997) 所指出的，企業的吸收與學習能力對組織

的創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至於組織間對稱關係亦攸關夥伴雙方在聯盟學習中

是否可相處融洽，進而影響關係品質的培養。當夥伴成員間彼此相繫著約束

力，且能相互依賴彼此特定的資源及能力，則可增進聯盟的活動對組織創新能

力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聯盟學習(正式設立專屬聯盟功能及非正式知識分享慣例)

顯著正向影響企業創新能力。此外，組織間對稱關係會強化聯盟學習對組織創

新能力的效果。以下摘述一些重要的理論意涵：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聯盟學習(即組織建立專屬聯盟功能)對組織創新能力

達顯著且正向影響。這意謂著伴隨專屬聯盟功能的形成，有助於增進企業的創

新能力，而企業間共同發展知識分享慣例的過程，同樣也能助益於組織創新。

也就是說，若組織設立專屬聯盟功能此類的正式管理機制，包括配置專責聯盟

管理人員、設置完善管理聯盟資訊系統，將聯盟活動的相關事務及知識加以統

籌與管理且形成專門的知識庫，可提供企業管理者及員工聯盟的相關知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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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組織在產品及管理方面有所創新與突破。綜合言之，聯盟專屬功能主要

的作用在於發揮聯盟學習活動的綜效。 

另外，在知識分享慣例機制的實證結果，亦發現其對創新能力具顯著正向

的影響。如同 Simonin (1999) 所指出的，知識分享是指組織間互動以進行知

識交流之過程，此結果可促進知識的創新。因此，知識分享可視為一種組織間

學習，並可提升夥伴雙方之學習能力的過程。對參與聯盟的員工而言，知識分

享可促使聯盟夥伴員工之間相互協助，能同時提高工作效率與效能。就組織而

言，因為許多知識或技能是無形與無法編篡，且鑲嵌在組織的結構及作業流程

中，所以無法在市場上交易，而須透過組織間的合作關係，從中進行學習及知

識與技能的交流。綜合上述，組織間的知識分享，一方面可強化彼此間的關係，

另ㄧ方面則可增進組織知識的累積，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競爭優勢 

(Dyer & Singh, 1998)。 

組織間對稱關係對聯盟學習及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效果；本研究實證結果

顯示，組織間關係越對稱，聯盟學習對組織創新能力影響愈大。這意謂著組織

間對稱關係不僅與夥伴彼此間相互依賴程度有關聯，也代表企業間能夠建立共

同聯盟目標與利益，彼此不管是企業內設立專屬聯盟功能或者組織間進行知識

分享的慣例，皆能夠相互依賴、激勵以提升聯盟活動的效益，此些效益皆有助

於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綜合言之，組織間對稱關係一方面可維繫聯盟運作的

穩定性而發揮聯盟學習的效果 (Das & Teng, 1999)，另一方面則可促進聯盟學

習對組織創新的影響。 

組織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及組織創新之干擾效果；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組織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即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與組織創新能力之干擾達

正向顯著，亦即組織的吸收能力越佳，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的互動模式越具效

率及效能，可增進組織的創新能力。Cavusgil et al. (2003) 指出，企業為因應

變動的環境，應具備順應市場及持續性更新、整合、重新建構知識之能力；而

知識的取得可能來自於組織間員工技能與經驗分享交流才能予以內化。在此情

況下，企業唯有透過組織間的合作加以搜尋與學習才能獲得新知識 (Lane et 

al., 2001)。當企業與聯盟夥伴有較高的知識分享行為時，不僅可使彼此關係更

緊密 (Dyer & Singh, 1998; Ambrosini & Bowman, 2001)，且將有助於企業產生

較多的創新 (Mei & Nie, 2007)，以提升及獲得持續性競爭優勢。由此可知，若

組織具有較佳的吸收能力，將有助於企業在聯盟過程中透由組織間知識分享來

擷取所需的知識，並有效消化以及與企業內部的知識技能相結合，使得企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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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發展創新的產品及營運模式。 

此外，本研究推論組織吸收能力越佳，表示組織越能夠辨識有價值的知

識、消化、移轉且應用它，其可促進組織的專屬聯盟功能之快速協調與整合外

部的知識，進而提高組織的創新能力。然而實證結果未獲得支持，其可能理由

說明如下：組織內設立專屬聯盟部門以集中協調整合外部所獲得的知識與技

能，提供企業有效消化與應用這些知識。然而，組織除了設立專屬聯盟部門獲

得與吸收外部知識，也需要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整合，才能有助於提升組織的創

新能力。協調整合可提高各部門間的溝通與協作，可激勵更多創意想法、促進

內部散播及增進不同部門的交流 (Zahra et al., 1995)，如此才可發展出卓越的

創新能力。由於本文並未探討組織內部之跨部門協調，因此可能導致吸收能力

所獲取的知識無法有效在組織內部移轉與應用，故無法顯現其顯著的促進效

果。當然，此一論點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二、管理意涵 

企業從事聯盟模式與其他企業合作結盟，獲得外部的資訊流 (Nieto & 

Santamaría, 2010)，以便可為企業注入新血，並維繫企業的創新能力。然而，

既有文獻發現策略聯盟是企業常採用的經營實務，但聯盟的成功機率卻很低，

其主因包括聯盟合作本身存在知識移轉的障礙及聯盟管理的方法障礙(缺乏有

效聯盟管理)，而這些皆是導致聯盟學習不彰的困境。本研究試圖提出兩種聯

盟學習機制，包括正式化的專屬聯盟功能及非正式化的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

解決聯盟學習過程不佳的問題，使組織得以從聯盟活動獲得知識與學習，並為

企業創造價值，以及提高組織的創新能力。 

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企業內部應設立專屬聯盟部門或團隊，蒐集聯盟相

關資訊及協調整合聯盟相關活動等，而這些活動可促進企業的學習成效，使組

織得以系統性且有效地槓桿運用，並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反之，倘若企業未

設專屬部門來妥善運作，則易於陷入學習過程的窘境，而無法有效地從外部夥

伴獲得與內化新知，以致於創新能力的受限。此外，企業亦應同時重視組織間

分享慣例的行為與活動;聯盟活動過程具複雜且知識不易移轉之特性，此時雙

方企業若皆能認同組織間應進行知識分享與交流活動，推動企業建立知識分享

的文化，同時管理者亦能支持、鼓勵甚至提供協助夥伴組織進行知識的分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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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如此將有助於促進知識的流通。綜言之，企業一方面設置專屬聯盟管理

的團隊亦或建立完整的知識庫(專屬聯盟功能)，另一方面與夥伴企業緊密互動

與交流(組織間知識分享慣例)，藉由上述兩種聯盟學習機制的運用，整合雙方

聯盟過程中各項活動的運作，將外部知識予以內化為組織新知與資源，以提升

組織創新能力。 

此外，從研究結果亦可發現，企業期望雙方之間存在著對等的關係；當夥

伴雙方在合作的過程相互投入相關資訊及人員，並能共同擁有對等的決策權

時，不管在合作/學習上皆可維繫穩定的互惠關係。此時，雙方重視知識的交

流，並自願與他方互動，且組織間亦會鼓勵企業內設立專屬團隊來管理相關聯

盟活動，以確保獲得有用的外部知識。由此可知，企業欲透過外部網絡獲得知

識以提升創新能力，應將雙方之間的合作條件及資訊(包括是否持有對等決策

權、是否能對等投入資源)納入考量，以避免合作後因認知的差距而導致不對

稱關係的出現甚至衝突的產生，不僅磨損彼此關係，且也會影響企業學習的過

程。 

最後，經由實證結果可發現知識是企業創新的泉源，而企業是否具搜尋新

知、理解所獲知識、詮釋新知甚至加以應用它於企業內部之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當企業利用外部網絡擷取新知時，夥伴成員間進行相互交流，企業應思考

如何培養參與成員取得、詮釋以及內化重要知識之能力。然而，企業培養此種

能力並非一朝一夕可朔造，需要企業不斷學習(錯誤中學習、過去參與聯盟活

動經驗、修正經驗)與累積相關知識與技能的基礎，組織才能夠精確判斷有價

值資源與知識，以提高組織吸收外部知識的機會。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文的主題之一在探討聯盟學習對組織創新能力的影響，強調企業需建立

兩種聯盟學習機制，才能提升組織的創新能力。本研究所指的聯盟學習為組織

透由聯盟合作來獲取外部夥伴的重要知識，而未特別去區分聯盟的類型。然不

同的聯盟類型(如 R&D 聯盟或行銷聯盟)，可能需建立不同聯盟學習機制，才

能有效提升組織的創新能力。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聯盟類型來探討本文

之議題。此外，企業可能透過建立多個聯盟來提升創新能力，然本研究僅調查

企業其中一個較重要的聯盟關係，因此亦構成本研究的限制之一。另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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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功與否也可能有助於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然本研究僅調查企業較重要的

聯盟關係，期有助於達成聯盟目標並提升企業創新，因此忽略失敗聯盟亦可能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進而造成選擇樣本的偏誤且構成本研究限制之ㄧ。 

組織間的對稱關係會干擾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係。本研究衡量組

織間的對稱關係僅是探討組織在資訊/資源、聯盟活動支配權及議價能力等方

面關係對稱的程度，而未進一步考量在不對稱關係的情況下，受測者是處於弱

勢企業還是強勢企業地位。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不對稱關係的高低程

度，將可瞭解聯盟關係的不對稱如何影響組織創新能力。 

根據假說推論的論述，組織吸收能力會干擾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間

的關係。然而本文驗證結果顯示，組織吸收能力對聯盟學習與組織創新之干擾

效果並未獲得支持，但並不意謂著組織吸收能力不具重要性。本文雖已解釋此

一假設不成立背後的原因，但該課題仍有待未來研究者作更深入的探討與驗

證，值得後續的研究加以探討。另外，本文所定義的組織吸收能力僅是單一受

測企業之吸收能力，而並未探討夥伴雙方的吸收能力(即一方強，一方弱、兩

方皆強亦或兩方皆弱)之效果。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可從二元(dyadic)觀點，探

討夥伴雙方吸收能力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藉此瞭解夥伴雙方吸收能力的消長如

何影響組織創新能力。 

本研究回收問卷的情況並不理想(16.6%)，可能限制研究的論證。但依據

Grewal et al. (2001) 指出，樣本回收率大約 14%，而 Farrell (2000) 與 Homburg 

& Pflesser (2000) 則提出，樣本回收約 15%即可 (Jarratt, 2008)。其次，本研究

架構中某些研究構面缺乏成熟發展的問卷量表；本文的問卷題項雖皆透過相關

文獻理論歸納發展而成，但可能乃存在尚未考慮完善之處。最後，本研究採用

橫斷面的資料(cross sectional data)並無法適切地解釋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建議

未來研究可採用縱貫面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可對此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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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聯盟學習、吸收能力、組織間對稱關係及創新能力之構念與衡量 

衡量題項 平均變異萃取 t-value 

專屬聯盟功能 (α=0.80; AVE=0.58; CR=0.81)   

貴公司設有特定團隊協調整合聯盟相關活動 0.75 - 

貴公司設有特定團隊蒐集聯盟相關資訊 0.84 8.38 

貴公司設置專責管理聯盟的部門或團隊以管理聯盟之事 0.70 7.38 

知識分享慣例 (α=0.88; AVE=0.58; CR=0.84)   

夥伴雙方會經常性且非正式進行資訊交換與分享 0.81 - 

貴公司經常性透過拜會、會議、電子書信等方式與夥伴溝通 0.75 10.73 

貴公司經常與夥伴公司分享一些較敏感的資訊(如商業機密和 Know-how) 0.79  7.77 

貴公司經常與夥伴公司分享有關技術及產品等相關的資訊 0.70  6.94 

吸收能力 (α=0.92; AVE=0.76; CR=0.93)   

貴公司能夠容易搜尋新知識的能力 0.89 - 

貴公司能正確且完全理解所獲得新知識的能力 0.88 14.78 

貴公司能以新角度詮釋所獲得新知識的能力 0.92 15.87 

貴公司具有快速回應夥伴需求的學習能力 0.78 11.34 

組織間對稱關係 (α=0.75; AVE=0.51; CR=0.74)   

夥伴雙方在聯盟活動中，皆能投入資訊(市場、競爭)及設備人員 0.91 - 

夥伴雙方對聯盟活動有對等地決定權力 0.61  6.26 

夥伴雙方的議價能力相仿 0.56  5.74 

創新能力 (α=0.88; AVE=0.67; CR=0.94)   

貴公司經常採納新想法於產品或服務  0.78 - 

過去 5 年，貴公司推行新產品有增加的趨勢 0.66  9.11 

相較於競爭對手，貴公司能發展更好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顧客 0.73  8.74 

貴公司通常快速開發新產品或服務於市場 0.87 10.89 

貴公司在達成目標所採行的方法上，比競爭者更為創新 0.94 10.55 

貴公司在導入新流程或資訊系統上，比競爭者更為創新 0.80  9.79 

貴公司在改變工作內容或方法上，比競爭者更為創新 0.84 10.41 

貴公司的部門主管會採取新的領導方式來領導員工 0.65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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